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根本问题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概要之三

郑伟宏

［摘要］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是“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印度佛教因明的三
个不同阶段，揭示汉传因明是解读陈那因明的一把钥匙。第二部分评述了百年来国际因明学界对陈那因明的
错误解读对我国的重大影响。第三部分陈述了本论作者的一家之说，说明与美国理查德·海耶斯教授的陈那
因明研究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并揭示梵、汉、藏因明文献所反映的因明义理的一致性。
［关键词］因明; 学术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 B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 2014) 01—007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佛教因明研究”( 12BZX062 ) 、复旦大学“985 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
“华、梵大乘佛教理性传统研究: 兼与欧美学界对话”( 2011ＲWXKYB040)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伟宏( 1948 － )，男，广东兴宁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因明学。上海

200433

中国的因明研究包括汉传研究和藏传研究。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这个题目规定，汉传因明是
主要研究内容。藏传尽管十分重要，但在本题中
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因为“百年”是以 1896 年玄奘
弟子窥基所著《因明大疏》由日本回归中土为标
志，而藏传并无百年一说。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传承的是印度佛教论

师陈那创建的因明体系。“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
主要对象归根结底是对陈那因明体系的研究。印
度佛教因明的发展史分古因明、陈那因明和法称
因明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有完全不同的逻辑体
系，其中，陈那因明是承前启后的中轴。要讲清楚
印度佛教逻辑的发展史，关键是讲清楚陈那因明

的逻辑体系。百年来，国外绝大部分论著对陈那
因明的逻辑体系都做了错误解读，而国内的绝大

部分论著( 包括藏传论著) 又照搬照抄了国外的错

误解读。因此，国内外因明研究的百年传统至今
仍成为总结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极大障碍。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在国外几乎没有反响，外

国学者对中国的因明研究毫无兴趣，不看你的东

西，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学生

照搬了老师的观点，“偷来的锣鼓打不响”。老师
为什么要看学生的抄书练习呢? 中国学者邯郸学

步的结果，反而把唐代玄奘的领先优势和学术精

华都丢掉了。近 30 年来对汉传因明研究的总结
和反思，终于有了足以让国外学界发聋振聩的新

成果，可惜还没得到普遍认同; 重新弘扬玄奘及唐

疏对印度因明伟大贡献的工作，还刚刚起步。任
重道远，仍需努力。

一、玄奘怎样解读和弘扬陈那因明体系

对印度佛教因明三个阶段分别具有的三种论

证式逻辑类型的判别，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包括

不必借助数理逻辑工具，有因明和传统逻辑的常

识就够了。因明、逻辑与数学四则运算一样，有标
准答案可寻，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佛教古因明五分作法如下，佛弟子立论说:

宗:声是无常，
因:所作性故，
同喻:犹如瓶等，于瓶见是所作与无常，
合:声亦如是，是所作性，
异喻:犹如空等，于空见是常住与非所作，
合:声不如是，是所作性，
结:故声无常。
除了“无常”瓶还有可烧、可见的属性，完全按

照立论方的推理方式同样可推出声有可烧、可见
的属性，岂不荒谬? 古因明的两大弊病是全面类

比和无穷类比。要论证“声是无常”宗，仅以“瓶有



所作性”且“瓶有无常性”来类推声也会“有无常
性”。主张“声常住”的声论派反驳说，照此方式，
不是也可以说瓶还有可烧、可见等属性，同样可证
得声亦“可烧、可见”吗? 古因明只以例证为喻体，
就得回答这一个个例证得以成立的原因。当追问
为什么瓶是所作，瓶会是无常时，立方又要举例回

答，如罐、如灯、如电……，最终陷入无穷类比。
可见，古因明五分作法的类推，其结论的真实

性很不可靠，其可靠性程度比西方逻辑的类比推

理还要低。西方逻辑的类比推理还强调已知很多
属性相同，推出另外一个属性也相同。古因明仅
仅是从一个属性相同，就推出另一个属性也相同。
推出声与瓶的所有属性相同，这是全面类比。
针对这两个弊病，“中世纪逻辑之父”陈那论

师( 约公元 480 － 540 年) 建立了三支作法:
宗:声是无常，
因:所作性故，
同喻:诸所作者见彼无常，犹如瓶等，
异喻:诸是其常见非所作，犹如空等。
从语言表达上来看，同、异喻体反映的都是毫

无例外的普遍命题，也即全称判断。整个三支作
法是演绎论证，其结论是由充足理由必然证得的。
但是，玄奘的高徒窥基所撰的《因明大疏》特

别强调同、异喻要“除宗有法”。所谓“除宗有
法”，用现在通俗的逻辑语言说，同、异喻体并非毫
无例外的普遍命题，并非真正的全称判断。举例
来说，上述同喻应是“除声以外，诸所作者见彼无
常，犹如瓶等”，异喻应是“除声以外，诸是其常见
非所作，犹如空等”。显而易见，整个三支作法并
非演绎论证，其宗论题并非必然证得。
其理由很简单，陈那因明中的论证潜规则是

禁止循环论证，在上述论证中，就是不能用声音来

证声音。陈那为三支作法创建了新的因三相规
则:

( 1) 遍是宗法性( 论题的所有主项都是因) ;
( 2) 同品定有性( 至少有一同品是因) ;
( 3) 异品遍无性( 所有异品都不是因) 。
第一条是说因概念( 所作性) 的外延必须包含

宗的主项( 声) 的全部外延。这是显而易见的。第
二、三条牵涉同品、异品两概念。
以立、敌双方要争论的题目“声是无常”为例，

陈那认为，有“无常”属性的对象叫同品; 没有“无
常”属性的对象叫异品。
问题来了: 在立宗之初，声音是同品还是异

品? 由于立、敌双方对诤，宗论题一定不共许，因
此声既不是同品也不是异品，否则就不用争论了。
立、敌双方都不能循环论证。立方不能用“声是同
品( 无常) ”来证“声是无常”，敌方也不能用“声是
异品( 常) ”来反驳“声是无常”。这是当时不成文
的规定。陈那在为同、异品下定义时虽未明言二
者都必须“除宗有法”，但是在其代表作《因明正理
门论》中仍有踪迹可循。其一，为陈那关于共比量
的总纲所规定，立、敌双方都要用共同赞成的理由
来论证或反驳论题。其二，在《因明正理门论》关
于第二相的表述中强调了除宗有法，“于余同类，
念此定有”。其中的“余”，一字千钧，特别强调宗
有法之余。其三，九句因中第五句“所闻性”因，除
声之外，同、异品皆无，被判为有过失之因，更是明
证。可见，因的第二、三条规则中的同、异品外延
中都除宗有法。
玄奘法师回国后述而不作，弟子们所撰疏记

有四家强调同、异品除宗有法，窥基《大疏》甚至直
接明言同、异喻必须除宗有法。为什么这样强调?
因为玄奘很注意在引入外来文化时，要让中国的

学僧们懂得它的文化背景。梵文原本关于同、异
品的定义中虽未明言除宗有法，但它是隐而不显

的题中应有之义。
玄奘的解释忠实地保存了法称因明在印度流

行之前那烂陀寺对陈那因明的正确解释，这就为

后人提供了一把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大门的钥匙。
只有正确解读陈那因明，才能讲清楚陈那因明与

法称因明的异同，也才能讲明白印度佛教逻辑由

陈那因明向法称因明发展的原因。陈那因明是印
度佛教因明的第一个高峰，为印度佛教逻辑甚至

为印度逻辑有演绎论证打下基础，法称因明的创

建才使得印度真正建立起演绎论证式，从而成为

印度佛教逻辑的第二个高峰。
陈那怎样推进、发展古因明，研习者都看得比

较分明。陈那改五支为三支，删去“合”和“结”，
增加喻体，避免了古因明两个弊病。只说“所作”
与“无常”关系，其它属性一概不论，避免全面类
比; 说“诸所作”就概括了一个类，避免了无穷类
比。陈那的这一改造，既有针对性又很明确，在论
式上有明确规定，在因的规则上有保障。因的建
立规则是从同、异品出发考察它们与因的关系，这
一出发点决定了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等。然而
这一出发点却被许多研习者所忽略。
针对古因明之弊，陈那创建九句因并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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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后二相，在此基础上进而创建三支作法，在

同、异喻中设立反映因法与宗后陈法不相离关系
的命题，例如，以“诸所作者皆见无常”作为喻体，
将原来的喻体瓶当作同喻依。喻体揭示了因法
“所作”与宗法“无常”的不相离性，就限定了瓶与
声相比较的范围，而不是越出所立“无常”义在“可
烧”、“可见”等“诸品类”全面类比。其次，说“诸
所作者”就将瓶、灯、电等全部概括，不必无穷类
比。陈那同时改造了异喻，从反面纠正这两个弊
病。他在《理门论》中指出，三支作法遵守因三相
规则便能“生决定解”，在辩论中获胜。以逻辑眼
光来衡量，就是大大提高了论证的可靠程度。
陈那以同、异品除宗有法、九句因、新因三相

等一整套理论作为基础创建三支作法。同、异品
除宗有法贯串整个因明体系，体现了陈那因明内

在逻辑体系的一致性。在九句因中的每一句中，
同、异品都必须除宗有法。许多研究者只承认第
五句因同、异品除宗有法，却不承认其余八句特别
是第二、第八两句必须同、异品除宗有法。连九句
之间都不一致，这是有逻辑常识的人都难于接受

的。从九句因的二、八正因中概括出新的因三相，
以此为依据建立起因法与宗法的除一个之外的普

遍联系，都体现了除宗以外的原则。窥基认为二
喻即因。今以逻辑眼光衡量，在同喻中体现了因
的同品定有性和异品遍无性，在异喻中体现了异

品遍无性。
如果说陈那对古因明的改造是以同、异品除

宗有法为基石创建九句因从而革新因三相作为基

础，那么法称改造陈那三支作法使论证式变成演

绎论证，也是以改造同、异品两个初始概念从而改
造陈那因三相作为基础的。
苏联的舍尔巴茨基完全用法称的因三相来代

替世亲、陈那的因三相，完全混淆了三者之间的区
别。陈那的九句因、因三相是涉及因与有法和同、
异品的外延关系，法称则着重从因的内涵上来规

定怎样的因才是满足三相的正因。法称从因概念
出发考察它与同、异品的关系，并且找到了充足理
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是法称因明与陈
那因明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法称提出了三种正因: 自性因和果性因、不可

得因。从其举例可知，所谓自性因指因与宗法有
种属关系或全同关系的概念。果性因指宗法与因
有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二种因与宗后陈法的不相
离关系是毫无例外的。根据此二因建立的同、异

喻体是真正的没有例外的全称命题。因此以二种
因之一为理由就能必然证成宗，保证了前提与结

论的必然性。也正由于此，在法称七论中，他根本
不提同、异品除宗有法。在法称因明体系中第二
相的逻辑形式与同喻体相同，并且与第三相等值，

而且同、异喻体也等值。陈那对古因明的改造与
法称因明对陈那因明的改造，有一点不同。陈那
以同、异品除宗有法为基础结构整个体系，法称因
明中的同、异品是不除宗有法的。俗话说: 牵牛要
牵牛鼻子。我还打过比方，就像 DNA 测试，找到
这一把钥匙，两个逻辑体系异同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用逻辑的“格”来衡量陈那三支作

法，尽管它离演绎只有一步之差，仍非演绎论证。
有人觉得难于接受，仿佛天塌下来了。但是陈那
认为，遵守因三相，能“生决定解”，就能取得辩论
的胜利。与古因明相比，大大提高了论证的可靠
程度，这在印度逻辑史上是一大飞跃，代表了当时

最高逻辑水平。
法称规定自性因、果性因和不可得因这三种

因都能保证同、异喻体是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
自性因是以宗的谓项本身具有的性质来充当因。
例如:

这是一棵树，声是无常，
因为它是无忧树，所作性故，
凡无忧树都是树。凡所作皆无常。
无忧树与树，即因与宗谓项有种属关系。所

作与无常是全同关系。满足二者之一，则“凡 S 是
P”必真。又如:

此山有火，
以有烟故，
凡有烟处皆有火。
这是果性因。有烟必有火，这里以因果关系

中的果作为论证的理由( 作为因) 。以果性因为基
础的同、异喻体也是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法称
称这两种立物因“能成实事”，能论证肯定命题。
不可得因是这两种因的反面运用。两种立物因对
正因的概括是穷尽的。自性因与自身有关，果性
因与别的事物有关，或自或他，没有第三种可能。
法称的三支作法把陈那三支颠倒过来，在为

自比量中再把例证去掉，同喻可单独与因、宗构成
同法式，完全等同于三段论第一格第一式( AAA) ;
用异喻可单独与因、宗构成异法式，将五个名词化
归三名词，仍为三段论第一格第一式( AAA) ① :

同喻:诸所作者见彼无常，异喻: 诸是其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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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作，
因: 所作性故， 因: 所作性故，
宗: 声是无常。 宗: 声是无常。
总之，我的一家之说是，陈那因明为印度有演

绎逻辑打下基础，法称因明才真正是印度逻辑史

上第一个演绎体系。印度自古至今以正理学说为
正统，不认可佛教逻辑对印度逻辑的伟大贡献。
实际上，佛教逻辑史的两个高峰也是印度逻辑史

的两个高峰。玄奘法师保存了法称之前印度当时
佛教因明家对陈那因明的原本解释。玄奘所弘传
的陈那因明，可谓原汤原汁，符合其本来面目。
对陈那和法称的上述理解，看似简单。事实

也的确很简单，讲明白了就简单，讲不明白就成为

很复杂的问题。就像哥伦布立鸡蛋，很简单。别
人都立不起来，哥伦布把蛋一敲，就立起来了。国
内外大多数因明家、佛学家包括有数理逻辑知识
的逻辑学家都讲不明白，因而长期争论不休。
我最推崇唐代玄奘法师对印度陈那因明的继

承和发展之功，因为玄奘法师不仅为世人留下了

一把打开印度陈那因明逻辑体系的钥匙，而且还

整理和发展了当时在印度还不成熟的三种比量的

理论，使之臻于完善，并且运用这种理论在辩论中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汉传因明的研究者和继
承者，我们必须向世界广而告之，向国际因明学界

进一步弘扬玄奘法师和汉传因明对印度陈那因明

的继承和发展之功。

二、百年汉传因明学术史述要

百年汉传因明学术史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陈那

因明三支作法的论证类型。说法种种，大分两类:
演绎论证和类比论证。演绎论证说又有各种各样
的观点，大多又兼有归纳说②。
演绎说是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传统观点，贯

串百年的始终，为绝大多数学者所主张。考察种
种演绎说，其源盖出于外，或日本，或印度，或苏

联。一百年来国外许多研究者对陈那的因明体系
和逻辑体系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讨，有许多优秀

成果，但是在总体上，绝大多数有代表性的甚至是

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还存在误解。主张演绎说而
不能正确刻画陈那因明本来面目的原因有二: 一

是丢掉了或根本不了解唐疏的精华，缺少一把打

开陈那因明大门的钥匙。二是未能用正确的逻辑
工具作比较研究。

( 一) 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
自窥基《因明大疏》由金陵刻经处于 1896 年

刻版流通后，汉传因明仍有 10 年的沉寂期。直到
1906 日本文学博士大西祝《论理学》汉译本在河
北译书社问世，中土对《大疏》回归，才有第一次回
应。《论理学》打开了汉传研习者的眼界，拉开了
汉传因明史上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序幕。
大西祝读懂了唐疏，他强调陈那因明规定同

品、异品除宗有法的必要性，否则“此论直辞费
也”［1］( P． 25 － 26) ，意为不除宗有法，建立因明论式是

多此一举。他清醒地看到，同、异品除宗难于保证
宗的成立，即是说陈那的因三相不能保证三支作

法为演绎论证。我以为这很难得。但他又认为
同、异喻体是全称命题。他回避了因的后二相与
同、异喻体之为全称的矛盾，回避了这一矛盾的解
决办法，直言同、异喻体全称则能证成宗［1］( P． 31)。
这一见解影响深远，它开创了 20 世纪因明与逻辑
比较研究重大失误的先河，影响中国因明研究百

余年。
中国的国学大师们率先做出反响。梁启超较

早将墨辩与因明、逻辑作分别比较，隐含着因明三
支为演绎的观点。章太炎开创墨辩、因明三支、逻
辑三段论三大逻辑体系比较之先河。他把陈那因
明三支与三段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因明三支由

于先宗、后因、最后为喻的次序，成为优于墨辩和
三段论的最有效、最理想的推理格式［2］( P． 121)。以
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国学大师们的三大逻辑比较

之功仍有其历史地位。但是，章太炎的因明研究
毕竟仅限于三大逻辑论式的组成次序，还谈不上

深入的研究。他并未探讨过因明的基本概念同、
异品的内涵和外延，也未研讨甚至未提到过陈那

新因明的因三相规则。因此，他把因明三支与三
段论相提并论以求会通的做法只能算初步的表面

的比较研究。
慧圆居士的《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大约于

1926 年之前在武昌佛学院出版。该书在解释第二
相同品定有性时主张同品除宗有法，他误认为满

足第二相就能得到全称的同喻体，再加上第一相

就能证得宗。他认为第二相本身就是归纳，但没
有解释除宗有法的第二相又何以得到完全归纳。
关于异品除宗有法，该书引用了窥基《大疏》的解
释。

1931 年出版的陈望道先生的《因明学》直言
以大西祝《论理学》汉译本为参考著作，基本上沿
用了大西祝的演绎说。
其后，近现代大批论著甚至当代的著作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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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祝的影响。举其要者，大西祝对陈那新因明
基础理论的正确理解和对陈那《正理门论》逻辑体
系的误判对我国的陈大齐教授有深刻的影响。
陈大齐对陈那新因明的基本理论的诠释，在

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
陈著《因明大疏蠡测》出版于 1945 年。在 42 个专
题研究中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创见，可谓博大

精深。但是百密一疏，他试图解决大西祝回避的
矛盾，却在逻辑的解释上掺入主观成分，以致差之

毫厘，失之千里。陈大齐担心新因明虽增设喻体，
但不能必然证得宗，依然无所裨益。这一担忧没
有必要。能取得辩论的胜利，与并非演绎是可以
并存不悖的。前为目的，后为手段。使用能达到
目的的手段就大有裨益。
陈大齐认为因三相规则本身就带有归纳推理

特征。其归纳说有两个错误。其一，陈大齐把因
的后二相说成是得到同、异喻体的归纳推理。其
实它们只是因的规则，本身并没有告诉它们自身

是怎么归纳出来的。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因要成
为正因必须遵守这两条规则。正如三段论的规则
“中词必须周延一次”和第一格的规则“大前提必
须全称”，只是规定应该怎样，而没有告诉你它自
身是怎样得到的，更不能说它本身是一个归纳推

理。同样，在佛教因明的著作中压根就找不到归
纳的相关理论。其二，他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凭
空借助“归纳的飞跃”来解释不完全归纳推理可以
获得全称命题，从而消除同、异品除宗有法与同、
异喻体为全称命题的矛盾。很显然，通过不完全
归纳推理来获得全称命题是违背形式逻辑常识

的。
( 二) 印度威提布萨那的《印度中世纪逻辑学

派史》
印度逻辑史家威提布萨那的《印度中世纪逻

辑学派史》③在 1909 年出版以来，虽然至今还没有
汉译本，但是其对陈那因明的误解对现当代汉传

因明研究有严重误导。威提布萨那用法称的因三
相来代替陈那的因三相，这有违陈那本意。陈那
晚期的集大成之作《集量论》也明确规定了第二、
三相要除宗有法。［3］( P． 100)

虞愚先生在自著《因明学》中率先照引了威提
布萨那《印度中世纪逻辑学派史》的因三相英文表
述。虞愚先生主张陈那因明三支有蕴涵关系，他
把这种“从特殊到特殊”的论证方式视为演绎论
证。他从未注意到同、异品要除宗有法，未能继承

唐疏的优良传统，照搬了印度威提布萨那和苏联

科学院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的错误观点。
威提布萨那用法称的因三相来代替陈那的因

三相的错误根源之一，是用后起的法称才提出的

三种正因( 自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 来解释和代
替陈那的因三相规则，完全混淆了历史文献，错解

了两位因明大师各自不同的历史贡献。这个张冠
李戴的错误出自其《印度逻辑史》一书。吕澂先生
在自己编译的《集量论释略抄》第二品的“附注第
四”中明确指出这一严重误解。
混同陈那、法称文献的现象，在藏传因明的研

究者中也有。法称著作中没有九句因理论。著名
藏传因明专家法尊法师、杨化群先生却误用陈那
九句因来解释法称因明，再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

那因明。
( 三) 苏联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
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认

为，从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到陈那、法称的
新因明始终是演绎的。［4］这有两个错误: 一是拔高
了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实际上便贬低了陈
那的贡献。二是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既
混淆了二者的根本差别，又贬低了法称的贡献。
第一个错误被国内一些佛教哲学论著所采纳，同

时又影响到了北京大学的两个《正理经》中译本的
注解。这第一个错误在国内因明、逻辑工作者中
倒是无人响应。第二个错误在国内影响巨大，被
因明、逻辑工作者照搬了半个多世纪。
舍尔巴茨基等人的误解，并非偶然，是出于对

陈那因明和逻辑三段论理论的多方面的误解。舍
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虽然晚至 1997 年才有中
译本，但是，书中一系列错误早就几乎为国内众多

的因明研究者全盘接受。当代因明家居然也认为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相当于中项周延一次的规
则，陈那三支“只限于第一格的 AAA 和 EAE 两
式”［5］( P． 75)。我国第一篇逻辑博士论文也主张有
此二式。有的专家把同品定有性解释为同喻
体。［6］( P． 58)

著名藏学专家王森先生谙熟舍尔巴茨基的

《佛教逻辑》，他对陈那三支作法和因三相的解释
与舍氏相同。他还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从梵文中
试译了法称的《正理滴论》。他说:“法称在逻辑原
理方面完全接受了陈那的因三相学说，而在逻辑

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在论式方
面，对三支比量也有所更改。法称认为，为他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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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两种论式( 一是具同法喻式，二是具异法喻

式) ，并且以为二式实质相同，仅是从言异路。但
是这和陈那同异二喻体依共为一个喻支，已经不

是一回事了。”［7］( P． 71)

王先生认为，不同的论式可以植根于相同的

原理，“逻辑原理”与论式无关。这一观点值得商
榷。不同的逻辑原理可以决定不同的论证形式。
陈那和法称都不是随心所欲地选择论式。不同的
论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系的不同表现。我
对上述误解的详尽批评，多数已见于其他论文。

( 四) 宇井伯寿的《东洋之论理》
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关于因明的代表

性论著虽然也未译介，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他的

基本观点与舍尔巴茨基上述错误很接近，也被我

国当代很有影响的因明家几乎全盘接受。④宇井伯
寿明确说: “古因明是六派哲学之一的正理派初
期的学说和佛教初期的因明学说等，其论证出不

了类比推理的范围。而新因明开始于世亲，大成
于陈那，是完全的演绎论证。”［8］( P． 109)

国内持同、异品“暂时”除宗有法一说就照搬
了宇井伯寿。宇井伯寿认为: “要论证之际，宗有
法要暂时从同品和异品中除去，让其暂时与同、异
品没有关联，确定同、异品，然后提出能判定应该
将宗有法归入同品还是异品的根据，最后明确指

出其应该全部归入同品中的理由。”［8］( P． 168)“暂
时”除宗有法说混淆了论辩与逻辑的区别。
我在关于同、异品要不要除宗有法的专题论

文中说过，这不是一个在书斋里讨论的纯粹的逻

辑问题，而是与印度陈那时代辩论实践密切相关

的辩论术问题。在印度的辩论实践中，立敌双方
还在争论，宗的主项当然既不属于同品，也不属于

异品。脱离印度陈那时代的辩论背景，抽象地来
讨论一个对象属于 A还是非 A，这属于逻辑问题。
在一个论域内，一个对象不是属于 A 就是属于非
A，没有第三种可能，是排中律的要求。但是，千万
不要滥用排中律。
只要一个三支作法还未被确立为真能立或似

能立，这同一个思维过程就没有结束，同、异品除
宗有法就始终贯串这同一个思维过程。辩论一旦
结束，一方赢了，另一方认输了，即宗被确立或被

推翻，那么宗有法不是同品就是异品，否则免谈。
这并不复杂的道理，竟然争论了 30 年!
宇井伯寿认为，正是因为同、异品是纯粹的矛

盾关系，所以，因全部包摄于同品时就没有可能同

时存在于异品，即满足第二相就必然满足第三相，

并且，如果异品中完全不存在因，那么因则必然全

部存在于同品中。可见在宇井这里，二、三相是等
值的。因此，他进而认为，二、三相满足一个就已
足矣，不用两相均满足，这样反倒有点多余，反而

容易让人对二相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但是，他又
认为，尽管以“无常”为标准立的同品和异品中暂
时要除去声，但是如果把无常仅仅局限于关于声

的无常，就不可能有同品，因为同品是和宗有法共

通性的一种抽象，是指抽象出来的无常，而非具体

的每个个体所特有的那种无常。因此，同品和瓶
等一样，声也包括在这种共通性中，同时，声又不

能包含于异品中，此即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在第
二相中，因已经毫无例外地全部包摄在同品中，因

而也绝对不可能存在于异品中。反之亦然。由
此，他进一步指出，第二相和第三相是从正反两个

方面对同一道理的诠释，一个就足够。虽然陈那
特别指出二、三相缺一不可，但是宇井认为第三相
不仅仅是止滥的作用，它有其独立的价值，有和第

二相一样的地位。［8］( P． 169 － 170)

宇井伯寿认为，“喻体相当于大前提，必定是
全称命题，立敌共许，只出现喻体就足够了，但是

喻依是基于喻体的经验实例，这表明其中包含有

归纳的性质”。“同喻和异喻是相互矛盾的关系，
因此两者可以换质换位。”［8］( P． 112) 宇井伯寿又说:
“将同喻和异喻并列的正式提出，反倒有否定同、
异喻的正确性之嫌。其实喻中不管是同喻还是异
喻，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在喻体和喻依的关系
问题上，他还认为同喻完全是以命题的形式描述

因的第二相，同喻体就等于第二相，表示因和宗的

必然不分离关系，又称合作法。既然因全部包含
于同品中，那么同喻体则必定是全称命题，即凡是

所作性的事物经验上都是无常的。所以，毫无疑
问，这种论证就是演绎论证。喻依似乎有些多余，
但是作为经验上的事实例证，为喻体的成立提供

了根据，在此表达了归纳的意义。异喻则是对因
第三相的命题描述，是同喻换质换位，并附加喻依

形成的，又称为离作法。［8］( P． 186 － 187)

以上观点与舍尔巴茨基的基本相符，国内有

的因明家的主张也如出一辙。要说有什么不同的
话，宇井伯寿认为，同喻体、异喻体与因的第二、三
相一样，只要一个就足够了，同喻遮一方的同时又

在诠释另一方，说同喻时，异喻已经包含其中，说

异喻时，同喻也同样存在。虽然陈那指出二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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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时具备，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不定、相违过，为
了防止和对治这些过失，要求二喻必须具足。但
是由于同喻体是全称命题，通过换位换质即可得

到异喻体，因而陈那所担心的陷入不共不定和共

不定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就可以避免了，所以他不

赞成陈那所说二喻须具足的观点，明确指出此观

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
国内有的因明家则特别强调同、异喻体双陈

的强大威力，以为从正、反两方面保证了不完全归
纳推理能归纳出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我在专著
《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中提出过批评意见，要点是:
“逻辑上等值的东西哪怕千百次叠加也不会增加
新的知识。”［9］( P． 53)

( 五) 英国出版的齐思贻的《佛教的形式论理
学》
国内不完全照搬舍尔巴茨基的错误观点的人

很少。以巫寿康的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研究》
为代表，他不赞成同、异品均不除宗有法的观点，
认为陈那因明中的同、异品除宗有法，使得异品遍
无性并非真正的全称命题，使得因三相不能必然

证成宗。这对于判定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的推理
性质( 种类) 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因三相是互相
独立的。第五句因是满足第一相和第三相，只不
满足第二相的因。第五句因的存在，就保证了因
的第二相独立于第一相和第三相。
本来他应该循此逻辑，判定陈那新因明三支

为非演绎推理。但是他却根据陈那所说遵守因三
相就能“生决定解”而判定其有演绎思想。巫博士
为满足自己的主观要求，违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

法，替古人捉刀，修改异品定义，使异品不除宗有

法，以保证因三相必然证成宗。这一做法，非古籍
研究之所宜，不是在研究逻辑史，而是在修改逻辑

史。况且，修改后的体系包含许多矛盾。我的博
士生汤铭钧发现异品不除宗有法的观点不是他的

创见，在沈有鼎先生的文集中可以查到。但是沈
先生只留下图解，没有文字说明，没有提出文献上

的依据。巫寿康却发挥了沈先生的假设，演绎为
一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因明体系，诚非历史研
究之所宜，却博得了大批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掌

声，不足为训。
重读一位因明家的《因明学研究》修订本，发

现其九句因中第五句因的图解，同品除宗，异品却

不除宗。图解与初版相同，解释则有修改，增加
了:“按因明的规定，同品( 例证) 应在宗上有法声

之外觅取，这是因为以声作为声的同品( 例证) 是

毫无意义的，不能起到证明的作用。”［10］( P． 105) 值得
注意的是，此解释不仅不提异品除宗有法，而且图

解之一竟然是“宗( 有法) 所闻( 因) ”包含于“无常
物( 异品) ”中。这无异于宣布: 异品是不除宗的。
这显然不符合第五句因的原意———同、异品皆无
因。为了使因的第三相保证异喻体是毫无例外的
普遍命题，以论证三支为演绎，悄无声息地把宗有

法放到了异品中。可见，“暂时”除宗说是连什么
是第五句因都可以不顾的。
同品除宗而异品不除宗的观点其实不是沈有

鼎先生的首创。我的研究生又发现，美国的齐思
贻教授在其著作《佛教之形式论理学》⑤中已经提
出过了。不过，齐思贻明确指出，自己采用了法称
的异品定义。陈那的同、异品定义都除宗有法，而
法称都不除宗。齐思贻把两个不同体系中的同、
异品概念各取其一，这样组合起来的体系既非陈

那体系的原貌，也非法称体系的原貌。
须知，除宗有法的同、异品是陈那因明逻辑体

系的两个初始概念，是陈那因明中的“题中应有之
义”。同、异品不除宗，陈那因明的整个逻辑体系
都崩溃了，是无法理解的。同品不除宗，会导致循
环论证，异品不除宗，同样会导致循环论证，即授

论敌以反驳特权。异品不除宗，异品遍无性不能
满足，于是便得出任立一宗都无证成可能的荒谬

结论。
( 六) 日本末木刚博对于陈那因明的逻辑刻画
日本逻辑学家末木刚博用数理逻辑来整理陈

那三支因明［11］，主观愿望很好，工具不可谓不先

进，其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完全曲解了陈那因明。
他的陈那三支因明演绎说建立在同、异品不除宗
有法上，又把九句因的每一句因曲解为选言判断。
九句因的每一句因本来是联言命题，例如，第二句

因是“同品有因并且异品无因”，这是治因明者的
基本常识。此外，末木刚博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错
误。他连初始概念和基础命题都搞错了，其比较
研究的最终成果还能让人相信吗? 中译本的译者

之一却一再误导中国读者，认为他“在三种逻辑的
比较上成绩斐然”［12］( P． 131，136)。

三、我的一家之说

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研究，我也不例外。当我涉足因明领域之初，我所
面对的研究平台，是千篇一律主张陈那因明为演

绎推理的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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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来，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国内外的传

统观点有一巨大漏洞。填补这一漏洞，成为我因
明学术生涯的主要动力。
我的一家之说，是与传统的演绎说决裂，“独

树一帜”，实事求是地还陈那因明以本来面目。有
人一直批评我“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急功近
利、逞意而言”。20 多年来，我不断以文献为依据，
充分论证，不断答复各种问难，不断批评古今中外

的一系列错误。鉴于真假二值的因明与形式逻辑
和数学一样，是有标准答案可寻的，是非对错，泾

渭分明，我确信自己在汉传因明史上第一次讲清

楚了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能一通百通、圆融无碍
地解答从整体到局部的所有疑难，并且合理准确

地解释了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两个高峰的异同。
否则，便寸步难行，矛盾百出。
印度的一般逻辑学说是忽视佛教理论家所创

建的新因明理论体系的，印度学者不重视佛教因

明对印度逻辑的贡献。究其原因，与他们讲不清
印度逻辑史中演绎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有

关。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继承、发展了印度陈那

新因明的立破体系，在当时所有传播因明的国家

中处于领先地位。《理门论》梵本早佚，世上仅存
玄奘汉译本。玄奘汉译本成为研讨陈那因明体系
的最可靠依据。从《理门论》中可读出同品、异品
必须除宗有法，九句因、因三相中的同、异品必须
除宗有法，同喻、异喻也必须除宗有法，即是说，
同、异喻体是除外命题，而不是真正的全称命题。
因而可以从中读出三支作法的准确的逻辑结构:

( 宗) 凡 S是 P，( 因) 凡 S 是 M，( 同喻) 除 S 以外，
凡 M是 P，例如 M且 P，( 异喻) 除 S 以外，凡 M是
P，例如非 P 且非 M。显然，即使忽略同、异喻依，
离三段论形式还有一步之差，还不是演绎推理。
我的一家之说与美国理查德·海耶斯教授的

陈那因明研究不谋而合，可以说殊途同归。理查
德· 海耶斯批评了国际上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
因明的错误做法，主张后二相中亦须除宗有法，

二、八正因和因三相不能保证宗命题为真。理查
德·海耶斯教授以梵、藏文献为依据，我的研究完
全以汉传文献为指南。他从梵、藏文献的字里行
间中推出了结论，我是从唐疏的白纸黑字中找到

了答案。我们都实事求是地刻画了陈那因明的逻
辑体系。这充分说明梵、汉、藏因明文献所反映的
因明义理的一致性。在我看来，以梵、藏文献为依

据得到的正确结论更为难能可贵。因为陈那因明
的庐山真面目在梵、藏文献中隐而不显，要找到一
把开启陈那因明逻辑体系大门的钥匙，没有高超

的洞察力和严谨正确的现代逻辑知识，难乎其难。
对一个汉传学者来说，就要幸运得多。我们的先
辈们已经用明确的语言揭示了陈那的因明体系，

唐疏给汉传因明研习者提供了一把现成的钥匙，

就看你识不识了。我们作为研习者，要做的工作
就是拿起这把现成的钥匙，再用正确的逻辑知识

特别是准确的三段论知识来加以刻画和比较。我
的研究还与多种方法论( 整体论方法、历史主义方
法、逻辑与因明比较研究方法) 的正确运用有关。
此外，我还很重视借鉴梵、汉、藏文对勘研究的成
果。
遗憾的是，我在 1996 年出版的《佛家逻辑通

论》中摘要评介了理查德·海耶斯教授的研究成
果［13］( P． 87 － 89) ，至今还没有引起国内因明界的普遍

重视和广泛回应。
日本有一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汉传因明传统。

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理应更有优势。然而只有少
数学者如文学博士大西祝，继承了唐疏的优良传

统，却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未能贯彻到底。
日本学者中也有佼佼者，但未能引起注意。据我
的博士生程朝侠近年来的译介和研究，北川秀则

对陈那因明的研究相当深入，有很多值得我们关

注和研究的地方。⑥他既继承了唐疏的优良传统，
又有正确的逻辑知识作指导。这在上个世纪继陈
大齐之后的国际因明界难得一见，很值得弘扬。
北川秀则指出，“宗自身既不能归入同品也不

能归入异品”，即同品和异品均是除宗有法的; 因
的第二规定在同品中必须存在因，只要求因存在

于全部同品或者至少是一部分同品中。第三相说
异品中不应该存在因; 正确的因必须同时具备因

的三个条件，三相之间是“并且”而非“或者”的关
系，所以，三相缺一不可。在陈那的逻辑学体系
中，第二相和第三相有各自独立的存在价值，一方

不能包含于另一方。即二、三相不能互相推出，并
不等值; 从陈那三支作法的命题形式出发，论述了

同喻体所表示的随伴关系和异喻体中的遮遣关

系，认为此二种关系和因的后二相的关系并不是

一回事，其原因在于随伴、遮遣关系和同、异品一
样，也是除宗有法的。
他对陈那三支作法的总体评价又持非“纯粹”

演绎说和演绎归纳合一说，表明他不如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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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斯彻底。形式逻辑判定对象是演绎还是非演
绎，真假二值一刀切，毫不含糊。北川说与梶山雄
一接近，似乎又与陈大齐一样，带了归纳尾巴，最

终未跳出演绎的窠臼。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史告诫我们，要把握陈那

因明体系和逻辑体系的本来面目，必须熟悉和继

承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的优秀成果，必须以正确

的逻辑知识为工具。
在藏传因明史上，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见过陈

那的前期代表作《理门论》，在对因三相等逻辑原
理的解释完全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大大

影响了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因明研究，反过来他们
的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种种错误又为藏传学者

所接受。时至今日，不少藏传学者对陈那因明仍
有误解，不了解玄奘和汉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伟

大贡献。讲清汉传因明，从而讲清陈那因明，是为
了更好地从事汉藏因明的比较研究。只有将汉、
藏两地所保存的因明古说汇总起来，才能写成一

部相对完整、有历史发展的脉络可循的印度佛教
逻辑史。如果忽视了汉传所保存的陈那解释，就
不能真正讲清楚法称因明在印度逻辑史上的伟大

贡献。
因明与逻辑的比较研究是解读陈那因明逻辑

体系的方便法门。藏传因明研究者努力学习和运
用形式逻辑工具来讲解因明，成果显著。但是，迄
今为止，由于不能用准确的形式逻辑知识来整理

印度因明思想的论著在学界还很有代表性，因此

无论是汉传因明研究者还是藏传因明研究者都还

要继续加强形式逻辑知识的学习。对一些学养深
厚的逻辑专家来说，则必须亲口尝一尝印度因明

这个“梨子”的滋味，否则，充当南郭先生只会授人
以笑柄。

注释:
①国内外许多论著都说陈那三支作法有所谓 EAE 式，有三个

常识错误: 一是陈那三支非演绎，与三段论无可比性; 二是陈那不

允许有异法式，必须同、异喻双陈; 第三，即使以法称的异法式与三

段论比较，异法式有 5 个名词，也不能直接判定为第几格第几式，

一化简为标准三段论，又成了 AAA式。

②我把有人主张的三支比量是演绎、归纳、类比合一说也统归

为演绎说，还有人称演绎为“类推”，我也把它并为演绎说。此外，

还有天然演绎说，等等。

③威提布萨那 1907 年加尔各答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印度中

世纪逻辑学派史》(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School of Indian Logic，

Calcutta: Calcutta University 1909) 乃其遗著《印度逻辑史》一书“中

世纪”部分的前身，两书观点基本一致。

④以下关于宇井伯寿《东洋之论理》之引文均转引自程朝侠:

“同、异品与宗有法、宗法关系之探讨———以大西祝、宇井伯寿、北

川秀则为中心”，载张忠义等主编: 《因明》第四辑，甘肃民族出版

社，2010 年，第 174 － 177 页; 程朝侠: “陈那因三相研究在日本”，

载张忠义等主编:《因明》第五辑，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206

－ 209 页。

⑤1969 年初版于英国，1984 和 1990 年于印度德里两度重版。

齐思贻是美籍华人，在《佛教的形式论理学》一书的扉页，有他自

己的中文题签: 包括中文书名和“第一辑陈那因轮论及窥基因明大

疏浅测”以及“一九六三年齐思贻题于剑桥英王学院”。

⑥北川秀则:《印度古典论理学的研究———陈那的体系》，铃

木学术财团，1965 年，第 18 － 19、21 － 27 页，亦转引自程朝侠“同、

异品与宗有法、宗法关系之探讨———以大西祝、宇井伯寿、北川秀

则为中心”、“陈那因三相研究在日本”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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